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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與文明的想望─臺灣新劇起源及現代戲劇史書寫中的三
個討論 
 
一、前言 
  回首臺灣現代戲劇的流衍與發展開端，可上溯自日治時期的「新劇」。新劇
研究學者邱坤良的定義較接近「概念性的分類」，且所指涉的「幾乎可以涵蓋所
有非傳統戲曲型式的戲劇」，他並且將現代戲劇在臺灣發端後所衍化出的各個分
枝劇種，如「改良戲」、「文明戲」、「文化戲」、「皇民劇」以及戰後風行一時的「胡
撇仔劇」皆可大致化約為本質上與傳統相對的「新劇」之中1。事實上，以上所
述各分支劇種名稱仍然各有其不同階段的歷史語境與演出型態上的相異處，概稱
為「新劇」一詞方便指涉所有相對於「舊」及「傳統」的戲劇型態，然未來仍需
將逐一梳理這些概括於新劇大傘之下的各個分支劇種，始能建構出臺灣現代戲劇
發展的更完整形貌。 
  作為臺灣現代戲劇的起源與濫觴，「新劇」已跨越了將近一百年的光陰，其
發展狀態的起承轉合亦與臺灣的歷史脈絡有密切關聯。臺灣戲劇的研究自日治時
期便有殖民政府官方之下的研究及統計報告出現，如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印
行的《臺灣に於ける支那演劇及臺灣演劇調》(1928)、濱田秀三郎編《臺灣演劇
の現狀》(1942)（其中包括竹內治的〈臺灣演劇誌〉與中山侑〈青年演劇運動〉）
及總督府所編《警察沿革志》第二篇的〈臺灣新劇運動活動〉等2，然而戰後戲
劇史裡關於新劇的書寫竟付之闕如了將近 40 年，期間僅有呂訴上的《臺灣電影
戲劇史》(1961)裡出現「臺灣新劇發展史」一書裡有專章，然而內容也大多是由
前述之日治時期官方研究中擷取。新劇的研究要直至 90 年代以後戒嚴的解除與
本土意識的崛興才開始被重新審視，日治時期前後的新劇研究以邱坤良的《舊劇
與新劇(1895-1945)、楊渡的《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1923-1936)》及焦桐的《臺
灣戰後初期的戲劇》為代表。而戰後的新劇或胡撇仔戲的研究亦由邱坤良自 1995
年起，主持了「新劇演出及相關表演文化綜合研究」與「傳統與現代之間──臺
灣新劇劇本蒐集整理計劃」等一系列的研究計劃，展開大量田野調查，並完成了
《臺灣新劇演出資料彙編》3五卷。臺灣戰後的新劇文化在邱坤良的重新整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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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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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1895-1945)：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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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報章中新劇相關論述五十二篇，報導、廣告約二千頁，三千七百餘則、劇團照片一百
餘禎、公文書函五十餘種以及四十年代左右之演出入門票四十餘張、雜誌中短篇劇作十五篇
等，編為《臺灣新劇演出資料彙編》五卷(Ciou,Kun-Liang《臺灣新劇演出資料彙編》，宜蘭：傳
統藝術中心，2001-2002 年) 
始重新被正視並初步建構其演出型態的論述。2000 年的總統大選後，臺灣經歷
首次戰後國民黨政府掌政後的首次政黨輪替，民進黨籍陳水扁的勝選使得「臺灣
之子」的國族認同意識達到最高峰，向來被學界視為不登大雅堂的「胡撇仔」4及
相關新劇研究由黑翻紅，開始出現在媒體與學術論文中。5石婉舜、林鶴宜、謝
筱玫、簡秀珍、陳慧玲及美國學者司黛蕊 (Teri J. Silvio)等研究者開始分別以日
治前後新劇或戰後的胡撇仔戲為主題各有其精彩論述，這股重新追尋臺灣文化主
體認同的風潮也延伸至劇場舞臺上，金枝演社自《臺灣女俠白小蘭》(1995)後便
以胡撇仔戲的美學再現作品聞名。 
  事實上，臺灣新劇的發生並沒有清楚的線性脈絡可循，其發展過程更觸及了
臺灣與整個東亞地區因為「連續殖民」與「多重殖民」6而帶來的的跨文化交流
與影響作用，可以說新劇史即是整個東亞現代戲劇的接受與殖民史。本文並無意
將新劇的各個階段性發展作一綜覽，而擬重新檢視新劇的起點，也就是臺灣現代
戲劇的萌發之處，並觀察當代臺灣戲劇史論著中對於臺灣現代戲劇發展詮釋上的
一些問題。 
 
二、川上音二郎來臺時間點上的謬誤 
  日治時期以前的臺灣，除了原住民的歌舞與祭典活動之外，由中國來的移民
間盛行的是南管、北管、潮戲等中國傳統地方戲曲，以歐洲中心(Euro-centric)概
念發展出的現代戲劇(contemporary theatre)則要到 1895 年日本殖民臺灣後才衍
生。撰述第一本臺灣戲劇史專著《臺灣電影戲劇史》的呂訴上，以橫跨戰前戰後
歷史見證人身份援引了眾多不易掌握的第一手史料與親身見聞，因此在戰後戲劇
史料缺乏的狀況下，呂的論述往往成為戰後臺灣戲劇研究者引述資料時的主要來
源，並盤據著臺灣戲劇史典律(canon)的崇高地位7，以下這段敘述即可在目前大
部分戲劇專著及研究期刊裡發現其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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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撇仔一辭，或作「黑碟子」、「烏撇子」等，實由日語”オペラ”讀音而來，歌仔戲名伶廖瓊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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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新劇相去不遠，「opera」之稱遂被沿用到變體的歌仔戲上。(黃雅蓉《野台歌仔戲演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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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思想》，第3期，2006年，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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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婉舜〈「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戲劇(1936.9-1940.11)，《民俗曲藝》，159
期，2009 年 3 月，頁 11 
   臺灣最初的新演劇「改良戲」是誕生於民前一年五月四日，由自日本新演
劇元祖川上音二郎劇團來臺北市朝日坐(按：「座」)上演，起初的劇情是
社會悲劇，博得好評。該團演完後，次年旋由日人莊田(警界的警部補即
巡官退職者)和「朝日座」的主人高松豐次郎等，模仿它尌開始組織臺語
改良戲劇團，應募來的一批臺灣人演員，都是當時在臺北的流氓8。(底線
為筆者所加) 
  引文中所提到的川上音二郎(1864-1911)為日本現代戲劇發展過程中的靈魂
人物。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政治、經濟、文化皆受到西化影響，一切以歐美作為
將自己建設成為「現代」、「文明」、「開化」國家的典範。日本的演劇界也不自外
於此股風潮，首先嘗試的是傳統歌舞伎的改造。根據石婉舜的研究，曾參與自由
黨，極關切政治時局的川上由當「講釋師」(說書人)與表演流行於京阪地區的滑
稽短劇─「俄(にわか)狂言」開始，便在其演出中加入對政治社會的諷刺性，並
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將他的新戲劇定名為「書生劇」，爾後又被定稱為「新派劇」
9。這類新派劇在藝術型式上是一種改良的歌舞伎，但內容則與歌舞伎不同，打
破幕府時代戲劇不准反映現實生活的禁忌，以反映當時政治、社會問題為演出題
材10。川上在三度赴歐美的現代戲劇考察之旅後，將具寫實主義風格的戲劇引介
回國，推廣「正劇(Drama)運動」，日本戲劇史學者大笹吉雄認為「川上音二郎的
正劇運動，尌結果而言，是促進了日本現代戲劇的誕生」11。 
  跟據呂書的敘述，日本新派演劇「書生芝居」的創始人川上音二郎在民前一
年(1911)五月曾率團來臺，在臺北「朝日座」12劇場演出「社會悲劇」，在他離去
後的隔年(1912)，由在臺日人莊田以及「朝日座」的主人高松豐次郎13模仿川上
的演出而組成臺語改良戲劇團。然而在《臺灣日日新報》裡的報導似乎與呂書上
所言的事件發生時間點有重大差異。川上音二郎確實曾於 1911 年五月至六月間
來臺並於臺北、臺南、臺中巡演新劇，但其實早在 1909 年十月即有記者察覺中
國的文明戲熱，提出希望在臺的上海戲班能演出以臺灣故事為內容的「改良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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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笹吉雄，《日本現代演劇史 明治‧大正篇》，東京：白水社，1985 年，頁 58 (轉引自石婉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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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日座」於 1906 年 9 月開幕，位於臺北今中華路一段 21 巷巷口附近，座主為高松豐次郎。
明治、大正年間以來為台北主要電影、戲劇混合劇場，並有旋轉舞台裝置。(徐亞湘《史實與
詮釋─日治時期臺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宜蘭：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2009 年 4
月，頁 70) 
13
 高松豐次郎，1872 年 11 月生，日本福島縣人，1897 年東京明治大學畢業。1903 年 1 月，組
織「臺灣同仁社」，接受愛國婦人會臺灣分會的邀請來臺，於臺灣各地播放電影，並拍攝了臺
灣統治狀況的首支記錄片，後於臺灣各大城市興建戲院並組織劇團，建立龐大演藝王國。(徐
亞湘《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頁 82；呂訴上〈臺灣的電影製作〉，收入《臺北文物‧北
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第 3 卷第 2 期，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4 年 8 月，頁 92) 
14，此處之「改良戲」指涉的應該是十九世紀末年隨著西方帝國開始進入中國後，
劇界開始萌生對傳統戲曲的改革化戲劇型式，其內容「強調戲劇的社會作用、藝
人社會地位的提高、編演『時事新戲』」15，演出型態則為傳統戲曲與西方戲劇的
綜合與過渡，演員常著西服但仍按照戲曲程式作工演出。 
未隔幾日，果然就出現了臺產改良戲的籌備消息： 
   〈菊黃楓紫〉艋舺凹□街有內地人莊田某。在該地開設戲館。募集嗜好之
青年。教演改良戲。其劇目皆係本島近事。如陳秋菊到龍山寺進香。及歸
降事。頗有可觀。聞待學成後。將稟請當道許準開演。以圖得利。有戲癖
者皆拭目以俟也。（改良戲）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470 號，1909
年 11 月 12 日，第七版) (底線為筆者所加) 
此處所指內地人莊田也許就是呂書裡的莊田，在報導中，莊田募集了臺灣青年加
以訓練，且將演出採擷自「本島近事」的劇目，對看多了古路戲舊劇的臺灣觀眾
而言，自是對這個新劇種的上演期待不已16。隔年(1910 年)六月，由莊田訓練的
改良戲終於演出，觀眾的反應則是感到新奇有餘卻對使用純口白的話劇型態仍不
甚習慣17，也許這場未臻成熟的演出才是臺灣史上出現的第一場改良戲，然而在
這場演出之後，莊田的改良戲也就此消聲逆跡。 
  真正帶給臺灣劇壇影響的應該是緊接續在莊田演出之後出現，由高松豐次郎
18帶領的「臺灣同仁社」的演出。根據日日新報上的記錄，「臺灣同仁社」的演
出消息於 1910 年八月起開始出現19，距離莊田的演出僅不到兩個月，同仁社的
                                                     
14
 報導裡言：「支那改良戲之風。固自上海汪笑儂倡之。其後已頗有繼之者。本島舊劇界固難望
此。然既有上海班在。必非不能也。不知該班中亦有熱心者否。茍其有之。則臺灣故事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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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然所習皆舊班本。不如艋舺新組改良戲之足以先聲奪人也。（一梨園）」(《漢文臺灣日日
新報》，第 3641 號，1910 年 6 月 16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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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蟬琴蛙鼓〉裡對這場演出有如下評論：「情景逼真。其口白悉用島語。亦□推陳出新。惟
係內地人所教。體態舉止。未能悉中時宜。且不用歌曲。未免寂寞。若從此缺點。再加斟酌。
則可以止於至善也。(改良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643 號，1910 年 6 月 19 日，第五
版) 
18
 高松豐次郎(1872-1952)，日本福島縣人，1901 年邊來臺從事電影放映工作，1909 年已在臺灣
成立八個劇場，1909 年 5 月成立「臺灣正劇練習所」，隔年開始演出，1910 年另成立「臺灣
演藝社」訓練臺灣少女奇術、魔術等技藝。(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台北：臺灣雜誌
社，1912 年，頁 51；許雪姬《臺灣歷史辭典》，台北：文建會，2004 年，頁 687,885 (轉引自
徐亞湘《史實與詮釋─日治時期臺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頁 70-71)) 
19
 在 1910 年 8 月 4 日，第 3682 號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灣正劇開演之一夜〉：「同
仁社社長高松創設之臺灣改良正劇。經於大昨夜開演。演題為薄命壯丁周文氏。是夜招待賓
客盈座。因其語言易曉。情態迫真。婦人女子多有為之泣數行下。……據高松社長雲。是蓋
初演。尚未臻於習熟。有缺憾處。不妨指正。」此應為臺灣同仁社的首度演出；同年 10 月
演出使得「改良戲」大受本地觀眾歡迎，甚至有傳統戲班為投觀眾所好也開始穿
插改良戲在其中20，亦有戲院開始自中國、自內地(日本)邀請改良戲團來臺演出。 
對照報刊記錄後，呂訴上書中所載臺灣改良戲的起始時間點顯然較日日新報
上的報導整整晚了兩年，也就是說，實際上在 1910 年以前便已有日人製作、臺
灣人參與演出的所謂「本島」改良戲出現，而非如呂所敘述，要等到 1911 年川
上音二郎來臺帶動了新演劇風潮後始有。這個時間點上的誤植卻一直為大部分的
臺灣戲劇專著沿用，並形成「臺灣現代戲劇的萌發是受到川上音二郎來臺演出影
響而產生」的直接影響論21。 
筆者曾於碩士學位論文《臺灣廖添丁劇場研究》22裡在討論日治時期《廖添
丁》改良戲時提出這個時間點上的疑惑；此外，戲曲研究者徐亞湘在去年出版的
《史實與詮釋：日治時期臺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2009)中亦指出了「莊田籌組
改良劇團的時間在川上音二郎一行來臺之前，此可謂臺灣現代戲劇溯源的重要線
索。」(頁 119)。事實上，臺灣現代劇場的萌生應是同時受到來自日本及中國的
戲劇變革風潮的交互影響之下而萌生，川上音二郎的演出也許曾為臺灣劇壇帶來
了新視野，然而日人莊田以及對臺灣藝能界瞭若指掌的高松豐次郎，也許才是開
創臺灣改良戲的第一人；此外，大量被邀請來臺灣巡迴演出的中國劇團亦以日新
月異的演出型貌與舞臺技術在全臺各地戲院傳播傳統戲曲開始形變與改革的種
子，因此一個新劇種實非在一人一地一時的條件下即能迸生而出。 
另外，值得再深入檢視的是，呂訴上所撰述這本被戰後戲劇論者們作為史料
主要來源的《臺灣電影戲劇史》，事實上根據邱坤良的考察23，其中大部分內容
皆轉載自日治時期的日本學者研究報告─竹內治的《臺灣演劇誌》、中山侑的《青
年演劇運動》與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卻鮮少註明出處，因此在無法辨別
何部分為作者的個人論述、何部分為引用其他著作的情形下，也意謂著呂訴上其
實也間接的在以臺灣人為作者身份的著作裡傳遞著的其實是殖民者的思維。日本
與西方殖民最大相異處為日本的東亞殖民屬於同種族間的殖民關係，因此作為殖
民者，日本只有強調自身西化過的體質始能拉開自己與被殖民者的位階，以「教
化」及「開發」被殖民者的心態鞏固自身地位，貶抑被殖民者的傳統價值以提供
                                                                                                                                                        
21 日，第 3747 號上亦有〈正劇好評〉一文報導臺灣同仁社演藝部至嘉義廳公園內之嘉義座演
出的消息。 
20
 〈菊部陽秋〉報導：「近者淡水戲館所演天仙班。因欲投觀客之嗜好。每夜□以改良戲一二齣
間乎其間。顧改良戲不重唱念。且無須乎唱唸。防乖體例也。又其戲以能恰合實情者為佳。」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708 號，1910 年 9 月 3 日，第 5 版) 
21
 例如戲劇學者馬森即歸納出：「臺灣早期的新劇運動主流是由日本的新劇直接移植而來，與大
陸經西方移植後自行探索的路線不盡相同。」(〈臺灣早期的新劇運動〉，《新地文學》，第 2
卷 2 期，1991 年 5 月，頁 175) 
22
 陳慧勻《臺灣廖添丁劇場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5
年 7 月 
23
 邱坤良《飄浪舞台─臺灣大眾劇場年代》，臺北：遠流出版，2008 年 11 月，頁 352-353 
其邁向「現代化」的機會，陳光興在其《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中提及殖民者
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時認為： 
殖民同化的內在矛盾尌在於它高度的攻擊性，它要你去承認自身文化的   
低劣性，要你丟去存在的尊嚴，積極地去取得、學習外來統治者高高在上
的一切，能夠這樣做的前提是得先對自己痛苦地否定，接著你的模仿永遠
都被他認為不太像，甚至被告知你永遠不可能變成我們，因為你們本質上
的低劣性24。 
呂著作裡對於皇民時期的改良歌仔戲看法顯然複製的即是殖民者觀點，歌仔戲與
中國傳統戲曲均被殖民者的論述建構為一種淫靡與落後的傳統劇種，而相對的，
「新劇」即是代表「文明開化」的一方。在此二元對立的統治思維之下，作為日
本「新劇」開山鼻祖的川上音二郎應是能協助殖民者在戲劇領域裡樹立絕對權威
的人物，因此當 1902 年川上首度拜訪臺灣時，官方立場的《臺灣日日新報》便
以〈川上音二郎丈の談話〉為題，大篇幅連載了十三回的專題報導。川上於此行
並前往吉貝島（澎湖）採擷當地「土著」的田野資料，以作為他改編莎士比亞劇
《奧塞羅》時，劇中主人公被指派前往弭亂之「海賊之島」的背景資料，劇中出
現的臺灣人不是「歸順紳士」就是「生蕃」25。此劇完全體現殖民者觀看被殖民
者的獵奇與帝國之眼，且清楚揭示了在戲劇中建構殖民體系之下的階級體系。因
此，在此是否也可以稍大膽的推測臺灣的現代戲劇開端被有或無意的與川上音二
郎銜接上，這會不會不僅僅是年代與資料騰寫、呈現上的謬誤而已，而更是殖民
帝國統治下的一環策略？ 
 
三、改良戲與文化戲的階級之爭 
  即使從文獻裡確知臺灣的現代劇場萌生於 1909 年前後的改良戲，並成為當
時的普遍娛樂活動，然而在許多日治時期知識份子的心中似乎並非如此，他們所
認定的正統新劇不是「改良戲」，而是由成立於 20 年代以後的「星光」、「鼎新」
與「炎峯」等由留日知識份子所創之劇團以及附加在臺灣文化協會活動之下的「文
化劇」。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曾於民國四十三年舉辦了一場「北部新文學‧新劇運
動座談會」，席間邀集了日治時期臺灣作家、文人，如吳新榮、楊雲萍、廖漢臣、
王白淵、龍瑛宗、吳濁流、呂訴上及張維賢等人，以日治時期的文學與戲劇活動
為討論主軸。創立「星光演劇研究會」與「民烽演劇團」的張維賢當時便對於臺
灣新劇的發端曾留下此段口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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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出版，2007 年 1 月，頁 131 
25
 石婉舜〈川上音二郎的《奧賽羅》與臺灣─「正劇」主張、實地調查與舞臺再現〉,頁 7-30 
臺灣新劇運動的發端不大明瞭，尌是臺北的星光，彰化的鼎新，霧峰的炎
峰等幾個劇團，到底哪個團先興起，我也是不明白的。 
在同一號期刊中收錄張維賢的另一篇文章〈我的演劇回憶〉裡，張維賢亦在敘述
「星光演劇研究會」首齣戲的籌備與演出時稱此為「臺灣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新戲」
26。而於臺灣出生的日人作家中山侑在其刊於《臺灣時報》上的〈青年與臺灣(二)─
新劇運動的理想與現實〉一文中說：「據說本島新劇運動的肇始，最先是在臺中
州一個叫霧峰(現在的大屯郡霧峰庄)的地方，大約大正 14 年(1925)年初，由幾位
本島人組成的新劇研究團體「炎峰劇團」」27。《臺灣電影戲劇史》作者呂訴上則
推崇地說：「臺灣的新劇，嚴格地說起來是以席上的張維賢先生從築地小劇場回
臺後才開始的，這以前大概是張先生剛才所說的屬於文明戲的，但是文明戲以前
還有改良戲的一段。」28 
  1921 年，曾留學於日本、中國的臺灣知識菁英集結創立了「臺灣文化協會」，
以啟迪民智，謀求臺灣文化之向上為宗旨，意圖由文化知識角度對抗日本殖民強
權。1923 年文化協會在第三屆定期總會中提出決議事項第六條己項中增列：「為
改弊習涵養高尚趣味起見特開活動寫真（電影）會音樂會及文化演劇會29」。正
式將演劇活動納為例行文化啟發活動之一，各地文化劇在一時之間蔚為風氣，這
些由知識份子們主導的新劇乃被稱為「文化劇（戲）」。著名文化劇團體有周天啟
的「鼎新社」(1924)、張維賢的「星光演劇研究會」(1924)及由張深切主持的「草
屯炎峰青年演劇團」(1924)、「臺灣演劇研究會」(1930)等等。這個由知識份子主
導的戲劇型態的起源由《臺灣新民報》上一篇由署名少嵒所撰之〈臺灣演劇的管
見〉一文裡可見端倪： 
近來文化漸漸地向上，大家對於藝術亦漸漸有鑑賞的眼力，所以對在來的  
舊劇已經生出厭惡起來了。自然要向別方面要求一種來替換它，而滿足他
們的渴望，這是事實30。 
從這段引文裡可以觀察到，在日本殖民下成長並赴日接受教育的臺灣青年透過已
西化的殖民者，啟蒙了他們的民主與民族自決概念，但相對的也衍生出對於「傳
統」、「守舊」的批判聲浪，文化劇的興起正是墊基在此種「雅」與「俗」、「文明」
與「未開化」的二元對立思維之上，如同前揭陳光興所述的殖民心理歷程，對於
自己「痛苦的否定」正是殖民者扭曲被殖民者文化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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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維賢〈我的演劇回憶〉，《臺北文物‧北部新文學心劇運動專號》，第 3 卷第 2 期，臺北市文
獻委員會發行，1954 年 8 月，頁 949 
27
 中山侑〈青年與臺灣(二)─新劇運動的理想與現實〉，收入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
論集.雜誌篇》，臺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 10 月 
28
 《臺北文物‧北部新文學心劇運動專號》，第 3 卷第 2 期，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1954 年 8
月，頁 856 
29
 葉榮鐘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聯經，1971 年，頁 294 
30
 《臺灣新民報》，第 330 號，1930 年 9 月 13 日 
  以演出型式而觀，其實大部分的文化戲演出與改良戲及文明戲相差未己，仍
是以「語言、動作為主要表現手段，採用分場分幕的近代的編制方法和寫實的化
妝服裝、裝置、照明，表現當代的生活面貌和歷史故事的近代話劇」31，差別在
於演出的劇本除了通俗劇之外，也出現許多批判階級與封建思想之作，如《社會
階級》、《良心的戀愛》、《虛榮女子的反省》等等，且由於其演出多附加於文化協
會在各地舉辦的講習會活動之間，因此演技與藝術性並未放置在優先考量32，擔
任《臺灣日日新報》「菊部陽秋」戲劇專欄主筆，也引介了中國傳統及改良戲劇
團前來臺灣巡演的漢文記者李逸濤由於熟悉新、舊戲的起承轉合歷程，對於新劇
的演出即有以下批評： 
   蓋新劇有不合時人眼者三。一新劇即文士劇。言皆成章。不能如通俗講演  
之明快。二新劇表情作用。言論機關實居過半。自然有類于敷衍。三新劇
以高尚為主。力避叫囂。致人多嫌其冷淡33。 
由此段評論可得知新劇以口白為主的表演型態，比起仍以歌舞為主軸的傳統戲
曲、改良戲、文明戲與歌仔戲，終究偏離了當時大眾觀戲的習慣，理念先行的結
果也常使得文化劇成為「枯燥無味，沒點藝術的表現，若不客氣地說，簡直是一
種變態的演講會」34。 
  推究這段現代戲劇的開端歷程被省略的因素，也許能由楊渡所寫的這段話裡
見其端倪： 
由改良戲到上海民興社，再到吳鴻河的演出。很明顯地標示著受外來影響
的移植性格極重的戲劇內容與演出形式。改良戲劇曾有過表現漢民族移民
(《周成過臺灣》與抗日民間英雄形象《廖添丁》)，但亦是受日人之之支
配的。而更重要的是，它並沒有因戲劇形式之轉變而承載了當時臺灣在殖
民統治下的生活社會面貌，更多是在休閒的目的下的演出。35 
換言之，改良戲顯然因為沒有如文化戲一般能利用戲劇以「載道」、「傳遞民族思
想」及「抵抗殖民者」的功能而被排除於臺灣戲劇史的論述之外，僅扮演著「休
閒」、「大眾娛樂」角色的改良戲作為一個現代戲劇的起點顯然有其稍嫌不足之
處，然而多採「臺灣近事」呈現「臺灣在殖民下的生活社會面貌」，如「陳秋菊
到龍山寺進香」、「台南奇案」、「廖添丁」、「林投姐」等的反而是「改良戲」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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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渡《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1923-1936)》，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4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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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當然也有少部分例外「藝術派」劇團，例如張深切的「草屯炎峰青年演劇團」以及張維
賢所帶領的「星光演劇研究會」，張維賢曾赴日本築地小劇場學習劇場技術，並規劃各種劇場
研習講座，是日治時期相當重要的新劇人。 
33
 〈菊部陽秋〉，《臺灣日日新報》，第 7558 號，1921 年 6 月 19 日 
34
 〈文化劇的勃興〉，《臺灣民報》，第 165 號，1927 年 3 月 13 日；〈歌仔戲的流弊〉，《臺灣民報》，
第 165 號，1927 年 7 月 10 日 
35
 楊渡《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1923-1936)》，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4 年，頁 48 
「文化戲」。 
  後殖民理論學者邱貴芬討論及戰後的大中國意識主宰現象時曾援引傅科
(Michel Foucault)的「知識性暴力」(epistemic violence)以及由這樣暴力所建構出
的「真理的王國」(regimes of truth)概念，傅科認為「真理的建立無法獨立於權力
的運作(operation)之外；真理的成立端賴所謂「知識階層化」(hierarchization of 
knowledge)的過程，這過程逐漸建立一套系統來排列各類知識(或文化)，分配它
們的位階，而在地庶民知識文化(le savoir des gens)就往往被編派為位階較低的、
相對於「科學」、「真理」的「非真理性」知識36。因此不管是日治時期的殖民同
化運動或是戰後國民黨的戒嚴與思想管制年代，都是此類「知識性階層化」的實
踐，此系統透過與各式各樣的文化機器，如教育、媒體、文學與科學研究日日散
播，使人們生活、浸淫在此系統之下，所思所想其實皆在此框架之內難以跳脫，
也難以察覺被定型的意識型態的全貌。日治時期第一才子呂赫若對新、舊劇的想
法即是「知識階層化」的具體例證，他對於臺灣當時「新劇」的盛行（依其成文
年代而言，他所指的應是皇民化運動之下以演出臺灣新劇為名目的改良式歌仔
戲），認為「大部分是通俗劇」，兼具「沒有必然性，毫無道理的事件發展、感情
與心理變化」，因此想極力主張「視演劇文化為無物，不負責任地將內地的演劇
文化水準降低」的商業劇團無用論，並建議應改稱其為『改良劇』」37。他在另
一篇名為〈演劇教養的必要〉的日記裡更明確表達：「現今，臺灣的新演劇運動
被要求遵循皇民奉公運動，這是無須贅言的，僅管其理念包含地域的特殊性但亦
需同時具有國民演劇的精神…(中略)…既然國民演劇是立基於日本演劇傳統的
時代適應性，那麼在今日的臺灣演劇運動中，對於日本演劇傳統的研究與吸取是
比什麼都重要的事」，亦認為「現在的臺灣新劇被稱之為『新劇』是多麼滑稽的
一件事38」，從這幾段話裡已清楚體現一個被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在歷經 40 年的殖
民統治之後，已將「日本>臺灣>中國」的邏輯完整內化的結果39，對於呂赫若或
者當時的臺籍知識份子而言，臺灣的演劇必需要以殖民母國為標準來發展才是正
確路線。因此，投射殖民者文明的「文化劇」自然優位於仍存在許多中國傳統戲
曲屬性的「改良戲」與「歌仔戲」，被視為是臺灣現代戲劇的正宗開始，並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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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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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3 年呂赫若之音樂、演劇活動〉，《戲劇學刊》，第 8 期，2008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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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劇教養的必要〉(1944.2.23)，《呂赫若日記》(轉引自垂水千惠〈1942-1943 年呂赫若之音
樂、演劇活動〉，《戲劇學刊》，第 8 期，2008 年，頁 79) 
39
 更多討論請見陳光興〈去冷戰〉，《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臺北：行人出版，2007 年 1 月，
頁 177-247 
至皇民化運動時「純棉」與「酥胡」劇團的路線之爭40。 
 
四、留白的戰後劇場史 
  戰後，這套「知識階層化」系統在前一個剛離去的殖民者仍陰魂未散之際又
轉換了另一套，對於從國共內戰裡撤退至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究竟該如何被定義，
至今於學界仍未有非常明確的結論，陳光興將之定義為「全球冷戰體制下的流亡
政權」41，而根據吳叡人的看法，如何去定義殖民其實是依「不同族群在重層殖
民歷史結構中的位置，深刻影響了該族群對『殖民』、『反殖民』、『去殖民化』與
『後殖民』意義的理解」42而有所差異性。筆者認為，雖然漢人對原住民以及漢
人各族群之間仍存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但是若以土著化的所有漢族移民，也就
是 1945 年以前便遷臺的「本省人」以及原住民而言，共同面對的都是 1949 年以
後來臺的「外省政權」，若以此觀點為基礎，「去殖民化意味著擺脫國民黨外來政
權統治，達成『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之民族解放目標，因此，臺灣政治的去殖
民化，始於 1990 年代李登輝主政下的民主化與政權本土化，完成於 2000 年之政
黨輪替」43。 
  然而即便政治上的去殖民已達成，真正耗費心力的工作卻是「心靈的去殖民」
44，1945 年日本殖民政權離去以後，接收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便開始建立其以中華
文化為中心的威權政府，對內，由於國民黨政府認為台灣長期受到日本的「奴化
教育」影響，因此必須強化台灣民眾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以使台灣社會「中
國化」，根絕台人「奴化的舊心理，建設革命的心理。」45，因此「國語」的推
行與教育的全面中國化皆是首要任務；而對外，根據陳光興的研究，他認為二次
戰後由於美蘇兩大陣營的切割，為了鞏固政權，南韓、臺灣與日本的右翼政權開
始和美國緊密結盟，展開與萬惡共匪搏鬥的時代，影響所及，臺灣基本上是用美
式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認識自己的社會；受美國教育或是親美的政治人物及官
僚一直掌握著權力的位置，以美國為範本構築我們的政治、社會與學術制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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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棉」劇團又被稱為「正統」劇團，因恪守新劇傳統，多使用劇本演出。而「酥胡」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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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儀致陳立夫函，收入陳鳴鍾等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中國：南京出版社，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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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光興〈去冷戰〉，《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頁 177-247 
於是國民黨政權所展現出來的內外矛盾特性是一方面要求甫脫離日本殖民的臺
灣人盡快「去日本化」，重新填補入大中國思維，對外則以美國價值來架構整個
國家，此亦造成了戰後戲劇史論述上的斷裂現象。 
  當代的戲劇研究者們談及戰後的臺灣戲劇發展多以「二二八事變」為分界
點，說明經此事件後「本土劇人、知識菁英被殺的殺，捕的捕，這顆炸彈不僅爆
裂了戲劇工作者的理想，也粉碎了臺灣劇壇的元氣」47，臺灣劇人由戰前「曇花
一現的活躍後，立即歸於沈寂」48，自此之後「臺灣的各種戲劇也被全面收編，
匯入反共抗俄劇運動的激流」49，或一言以蔽之言：「國民政府遷臺後，臺灣本
土產生的臺語話劇不久即全面為國語話劇所取代」50、「一九四九年以後，可以
說只有國語話劇的活動，而無臺語『文化戲』的繼續發展，參與戲劇工作的主力，
也都是外省來臺的人士」51，而呂訴上的《臺灣電影戲劇史》裡論及 288 後的戲
劇發展時則明顯以反共抗俄劇作為敘述主體。 
  僅管鍾明德認為五 0 年代的反共抗俄劇並無法銜接日治時期的新劇與中國
的話劇傳統，在現實上亦與臺灣本土背離，「從六 0 年代以後到八 0 年代小劇場
運動興起之前，臺灣的話劇活動幾乎完全為國民黨政府所控制，侷限在大專院校
的圍牆內外，編、導、演、設計日趨僵化，了無生意」。然而反共抗俄劇仍然佔
據了臺灣 50 年代戲劇史的主流論述，而反共抗俄劇之後的臺灣戲劇發展狀況，
以馬森的說法最為普及，他認為「六、七 0 年代可以說是臺灣現代戲劇主動吸收
西方當代劇場的經驗，加以醞釀、消化、昇華」52，其中以由李曼瑰主導的「小
劇場運動」以及由《現代文學》及《劇場》雜誌成員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為代
表，並為 1980 年代由蘭陵劇團開啟的第一代小劇場運動鋪陳，馬森稱此為「中
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53，他的這個概念也成為戰後戲劇史的主流觀點之一。 
  這個文學與劇場界的西潮現象亦應證了陳光興所論述的戰後冷戰結構體制
下，美國以資本、文化滲透型式對亞洲進行的新殖民體制，鍾明德評述第一代小
劇場運動時即認為：「依賴美、日的前衛潮流而發展，不只是戲劇地再現臺灣此
時此地被殖民化(美／日化)的結果而已，更是本身即再造(reproduce)了這種被殖
民化的過程54」。此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另一個現象是，不管是反共抗俄劇、
現代主義時期的劇本創作一直到 80 年代第一代小劇場運動，不僅參與成員大多
為 1949 年以後來臺的「外省人」，由劇目主題的挑選而言，其中具代表性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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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森《西潮下的中國現代戲劇》，臺北：書林出版社，1994 年 10 月 1 日，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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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森《臺灣戲劇─從現代到後現代》 
53
 馬森《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台南：文化生活新知出版，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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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明德《臺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頁 26 
金士傑的《荷珠新配》、姚一葦的《碾玉觀音》、張曉風的《武陵人》與《和氏璧》
以及黃美序的《南柯後人》等等，顯然也多是以中國文化為主軸思維的新演繹55。
一直要到 1986 年第二代小劇場運動，由於政治上的解嚴，「戲劇地再現臺灣此時
此地的欲望」也才得已付諸實現56。一條未銜接上日治時期現代戲劇的開端，直
接由西方現代主義潮流引領之下誕生的臺灣現代小劇場脈絡就這樣被呈現於戰
後現代戲劇史的書寫裡。然而，由「本省人」參與的現代劇場果真在戰後的臺灣
戲劇史裡缺席？在經歷 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年代之後便就此消聲逆跡，一點痕跡
也不留？戰後曾因為語言轉換而噤聲一段時間的本省籍作家，在 70 年代也曾在
鄉土文學運動中重新發聲並參與臺灣主體文學的建構歷程，那麼，本省劇人究竟
是徹底缺席於臺灣劇界或是被主流論述留白？ 
  事實上，戰後新劇以「胡撇仔戲」之名現身，成為彼時大部分本省觀眾的觀
戲回憶，至 1952 年為止，登記有案的劇團即有 328 團（包括新劇團、歌仔戲劇
團、採茶戲劇團與布袋戲劇團等等）；而戲院亦由戰後初期的一百餘家至 50 年代
中期後擴張至 480 家57。當時全臺灣由繁華都市至窮鄉僻壤的戲院裡，日夜皆有
不同的戲上演，上戲院看戲顯然正是當時民眾主要的娛樂活動。然而對於官方而
言，這些台語新劇卻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地方戲之流，缺乏「戰鬥」與「教育」
精神，對於「國語」運動的推行更是毫無助益58，也因此如此興盛一時的新劇時
代卻仍要等到邱坤良自 90 年代以後才開啟一系列戰後新劇田野調查、文獻整理
研究計劃的進行始能重新被定位，其研究成果並於 2008 年付梓出版為《飄浪舞
臺：臺灣大眾劇場年代》59一書。其它如林鶴宜、劉南芳、謝筱玫等亦開始由歌
仔戲研究的觀點切入，重新檢視「胡撇仔戲」的價值。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也曾在推行地方戲劇的改造時試圖收編
胡撇仔戲，因此除了邀集學者專家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改進台灣地方劇」，以使
「地方戲具有反共抗俄的內容和意識」；籌組「台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輔導並
補助地方戲劇演出更為健康、政治正確的作品，並成立官方台語劇團示範演出《女
匪幹》、《延平王復國》及《還我自由》等反共劇60。然而這些積極的改造動作，
除了影響部分民間劇團，如「大台灣」、「藝友」、「新藝峰」等劇團偶爾演出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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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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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坤良《飄浪舞臺：臺灣大眾劇場年代》，臺北：遠流出版，2008 年 9 月 
60
 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出版部，1961 年 9 月，頁 396-403 
作品，以及在「地方戲劇比賽」61中編演反共劇參賽之外，對於主要仍賴票房收
入以維生的職業劇團而言，這類以政策先行的劇本往往有千篇一律、落入類型窠
臼的毛病，自然不若演出人間男女的風花雪月、情愛糾葛來得受觀眾歡迎，因此
官方既無法成功讓「地方戲劇」加入反共復國的行列，也對這些實質上並不具批
判性、對政府而言不痛不癢的職業劇團莫可奈何，只有聽任他們似野草閒花般在
戲院與戲院間自然生滅。 
  然而「胡撇仔戲」就像日治時期被官方、知識份子打落「舊」與「傳統」一
方的的「改良戲」、「文明戲」與「傳統戲曲」一般，仍然以其具韌性的庶民體質
強大的存活著，並能隨時反應時代風潮與觀眾喜好而不斷調整演出形貌，大量的
時代性流行產物往往能即時的被應用於新劇的演出裡，如新興的電影技術、臺語
流行歌及臺、日語電影情節等等，演員的表演風格亦呈現自日治時期開始，受到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i)寫實表演體系62與日本新派劇63的總合影響。 
  對於戰後胡撇仔戲裡所流露出的濃厚日本氣息，此現象也許可以很容易被評
論為殖民地時期同化政策的遺毒或臺灣人媚日親日的證明64，然而根據一篇臺灣
史研究者陳培豐對戰前至戰後三種類型演歌所作的研究裡，他提出了一個很有趣
的觀察與論點，日治時期流行的臺語流行歌以七言句式居多，且大部分是臺灣民
謠、歌仔戲調、山歌等傳統歌曲，從詞曲創作者的身分、背景其創作心態而觀，
並沒有明顯與刻意的去強調和日本演歌之間的「類似」，而是強調自己與日本殖
民者的「差異」65。戰後，大量翻唱自日本演歌並填上臺語歌詞的「日歌臺唱」
才成為市場主流，「一反戰前試圖與日本演歌維持『差異』的意向，戰後臺灣人
開始用積極主動的態度，在一種幾近共時性的狀況下和這個前殖民者一起聽唱演
歌」66，但在唱詞的轉譯上卻是以「具有主體性的態度挪用與日本之間的『類似』，
來散發源自『不平等認知』所萌生的怨念，繼而击顯出與外省族群之間的『差異』」
67。臺語演歌的戰前戰後兩種光景呈現的正是一種後殖民情境，若以此檢視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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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眾流行文化的新劇，戰後被國民黨政府統治下，多由本省劇人參與的胡撇
仔新劇中所流露出的濃厚日本色彩是否也正是藉由召喚前殖民者，以突顯與目前
統治者在擁有許多相同根緣文化的狀態之下的「相異之處」，胡撇仔劇在看似無
章法的多元文化拼貼之下，在音樂、服裝風格及電影情節中皆可找到大量模仿日
本文化的影子，是否其中隱性呈現的是庶民對當權者的某種態度與認同，此點則
值得往後再另闢篇章作更深入闡述。 
 
五、小結 
  事實上，探究臺灣的現代劇場究竟是由何者在何時何地開啟的並不是重點，
而是劇場如何在時代的轉換之間，經過重層影響後開始形變、質變的過程，而在
這個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都應該是值得被審視與正視的，在環環相扣的過程發生之
後，一個劇種始能逐漸衍化為今日我們所見；始能映照我們所經歷的每個過往。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樣的一種劇場在當時受到普羅大眾的評價與接受度為何，這個
評價背後所涵括的正是一個社會在面對環境變革時所採納的態度。 
  臺灣作為一個歷經連續殖民與正在經歷多重殖民的國家，所積累下的問題都
還需要忍痛重新揭開傷口，梳理清創後才會邁向癒合的狀態，陳光興認為： 
   去殖民的意義不在於找尋「純種」、「純粹」的主體性，而在於「袪除」殖 
民主義過程中所強加的保守因子及單一性、層次化的思考架構，在於「解
除」於歷史遭遇、碰撞過程中所深植的反動情結68。 
筆者在本文裡先提出臺灣現代戲劇開端的年代校誤，以及此文獻的誤植及引用之
廣泛度所造成的影響；第二個討論的是在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以及戰後國民黨政
府的不同政權之下，國家意識型態所建構出「知識階層化」體系裡值得再次檢視
與確認的問題。日治時期，臺籍知識份子在民族立場上雖然是抵抗殖民者的，但
卻也在殖民體系內建構出一個隱性認同殖民者的思維框架，於是代表文明的「文
化戲」與代表庶民的「改良戲」成為對立的兩面。而到戰後，在國民黨政權主導
之下，內部中國化，外部美國化的矛盾拉開了 1949 年前後來臺人民的距離，因
此以中國為知識與權利核心的臺灣戲劇史建構開始產生斷裂，戰後的臺灣戲劇史
未能承接上日治時期現代戲劇的發展，而是由反共抗俄劇與西潮影響之下的現代
戲劇為開端，並以 80 年代蘭陵劇場以降的小劇場運動為結果，本省劇人所參與
的胡撇仔新劇在 90 年代以前未受學界正視。邱坤良曾談及臺灣戲劇史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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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矛盾，他認為臺灣出版的戲劇史書籍仍以中國戲劇／曲史居多，內容則以討論
中國上至民初以及 1949 年以後的現代戲劇與京劇為主，即使近年來學界已重新
開啟臺灣史研究，然而「臺灣戲劇史仍然容易與『地方戲劇』聯想。有關臺灣當
代戲劇創作、展演、研究的戲劇史，仍然掛在中國戲劇史的架構下」69，因此他
認為： 
   臺灣戲劇史若要從中國戲劇史的「臺灣篇」定位破繭而出，不必然需要「懷   
著取代主導論述的目的」，執意去顛覆中國以自我為中心的主導論述，最
重要的是，發展自身的「文本策略」(textual strategies)，彰顯臺灣特有文
化脈絡下的戲劇發展，以及獨立論述的基礎70。 
承邱所述，欲釐清殖民迷霧並建構一個清晰的臺灣戲劇史之時，需要時刻自我提
醒的即是否在試圖建立主體價值之時反而更確立的是前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所架
設的框架，因此「去臺灣的極度中國化」與「去中國的極度本土化」皆是在此過
程中需避免再度陷入的陷阱，衷心期待臺灣在仍持續發展的戲劇史書寫中能建構
出一個體現多元面相、流動的戲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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